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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1813—1884），字
寿卿，号簠斋，其藏器品种之
富之精为时人称赏，他的全形
拓将青铜彝器的图像表现力
推向了兼具器之真形与艺术
审美的新高度，留下了尽可能
多的、精工雅致的吉金全形拓
本及金石文字拓本。

精拓多传

簠斋在藏器、制拓与传古
的关系上 ，认为要“精拓多
传”，“使今日后日知之，勿以
拓之不易而靳之也。”若有藏
器而不拓传则若无器，“不拓
则有若无，拓传而古人传，则
藏者能以古文字公海内矣。”

在传拓工艺上，他亦讲
求“真”与“精”。就金石文字
而言，真与精体现在剔字时
对字之边际的明辨，拓字时
对拓包、墨、纸、水之间浓淡
干湿及手法的掌控。就吉金
全形拓而言，真与精呈现的
关键之处：一是器形的整体
真实感，二是分纸局部拓出
再缀合，三是精细与传神。簠
斋的吉金全形拓图像具有真
实、端庄、古雅和沧桑的特
点，体现了他对吉金彝器功
能及性质的理解，实现了全
形拓工艺上的传承和创新。

具体而言，当时制作器物
拓本大致有两种样式，一是释
达受（六舟）的整拓法，一是陈
克明（南叔）和陈畯（粟园）的
分纸缀合拓。簠斋居京时，与
达受、陈畯皆有往来交流，熟
知其不同拓法，认为前者“完
纸成之，尤极精能，虽有巧者
不能出其心思已”“似巧而俗，不入大雅
之赏”；后者“从器上拓出而形象曲合”，
且“边观所拓，古雅静穆，真不啻在三代
几席间也”。

簠斋的全形拓延承了陈畯的分拓
缀合法，并探索利用洋照的优势融入拓
图之中。他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
至光绪元年（1875）七月间，在致吴云、
王懿荣、吴大澂、潘祖荫的信札中多次
提及对传入中国的西洋照相术成像特
点的理解和审美，积极倡导利用洋照来
拍摄古器、书画碑帖，以保存和传承中
国之艺文。他认为洋照拍摄出的古器
图，形似逼真，但其景深前大后小（或近
大远小），有失器之神态，且花纹不清
晰，故作器图要不拘洋照、中西结合，即
取洋照之形式，并据器之曲折处审校，
修补照图中没有而必须表现之处；再结
合墨拓花纹等局部进行缀合。同治十三
年（1874）十二月二日、次年光绪元年
（1875）正月二十日，簠斋致潘祖荫两札
中，建议潘氏用洋照与墨拓相结合的方
法作盂鼎图。

纵观簠斋吉金全形拓图，其视觉真
实性的达成，一方面在构思上，是将器
物在多视点平视下的正投影与俯视下
的前后阴阳及比例关系相融合。在工序
上，先依器之耳、足、口沿、腹身等不同
部位用极薄细软之纸分别拓出，再按拟
定的视觉关系将其缀合黏贴在作为衬
纸的宣纸上。另一方面，拓墨的浓淡相
间施用，精微地凸显出器之口沿、耳足、
提梁、腹部扉棱、花纹等的立体质感，结
合器内外素面处的淡墨平拓，间以斑驳
印迹，使得青铜彝器的立体、厚重感跃
然纸上，并在呈现视觉真实性的同时还
透出一种古雅的文人审美气息。

约在同治十三年间，簠斋将平日用
心的所知所得、既可保护好古器又能制
出精拓的要诀写成《传古别录》，由潘祖
荫代为刊布。吴大澂（1835—1902）盛赞
簠斋道：“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
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然
非好之真，不知拓之贵，亦不知精拓之
难。”簠斋的这种记录和呈现吉金古器
的传拓方法突破了北宋《宣和博古图》
和清乾隆朝《西清古鉴》中仅靠摹绘古
器轮廓形象和纹饰的制图局限，达到了
真实性与艺术表现的统一。

有关簠斋藏器及拓本的品类和数
量，在不同时段会有差异。同治十一二
年间簠斋曾在《传古小启》中开列了当
时可售的拓本清单：钟拓10种、30字以
上彝器及秦器拓共约 40 种、三代彝器
拓大小残缺约150种、三代秦汉六朝古
铜器小品及铜造像拓本约百种内、古刀
布及泉拓最琐屑而未列数量、泉笵拓百
余种、汉竟拓百余种、秦汉瓦当及瓦字
拓百种内、汉魏六朝砖拓百余种、六朝
唐宋元石拓约百种内、《十钟山房印举》
6 函（后改为 80 册 8 函）。此外，簠斋在
致友人信札并寄赠拓本时也偶有提及
某类拓本全份的数量。目前在陈进先生
处可得见陈氏家藏拓本目录，其中《十
钟山房藏古目》列有商周、秦汉铭文铜
器 345 种，《镜拓全目》有铜镜 200 种，

《瓦拓全目》包括残瓦当 923 种，《砖拓
全目》列秦汉、南北朝古砖 326 种，《十
钟山房藏石目》有东汉至宋金刻石及造
像118种。

簠斋的拓工

簠斋的传拓助手中最早的是陈畯

（字粟园，海盐人）。簠斋居京
期间与陈畯过往，较早的交往
记录见道光二十一年（1841）
簠斋所作的《虢季子白盘释
记》，其中提及刘喜海嘱其友
粟园手拓盘铭以其一赠簠斋，
陈畯六月到京，两人“相从论
古以永日”。咸丰元年前后簠
斋请粟园移榻家中，助拓《簠
斋印集》十部。簠斋认为粟园
性情“静专”，拓工至精，很欣
赏其全形制拓中能保留古器
之真的作法，并在归里之后的
传拓实践中继承下来且进一
步发展完善。他曾在一套五册
精装本的吉金全形拓目录中
写道：“全图必以粟园为宗，而
更求精。”作为良工益友的陈
粟园成为簠斋归里后每每追
念的拓工典范，这一点簠斋在
致鲍康、潘祖荫等友人信札中
多次提及。

簠斋在传拓过程中总念
及粟园的另一方面，是因很难
遇到称心的好拓工。他在同治
十三年六月六日、七月十一日
致潘祖荫札云：“拓友之难备
尝，教拓则苦其钝，又苦其厌，
久而未必能安，重椎损器，多
拓摩擦，私留拓本，妄费纸墨，
出外游荡，技未至精，而自恃
非伊不可，与言每不随意。若
陈粟园者，贞不可复得。即欲
多延一二人，亦须有人照料方
妥，此亦约略。”“敝处拓友，皆
日日自看自教，拓未至精，而
相处亦不易。如粟园者，今日
岂可得哉。”簠斋认为好的拓
工至少要具备几方面的特点：
有一定的学养、通篆学，品性
上诚实可靠、静心专注、精细

沉稳，技术上精严。“延友则必须通篆
学，诚笃精细，不轻躁卤莽者。此等人亦
必须善遇之，使之能安，然甚不易得。”

同乡王石经（1831—1918，号西泉）
为武生员，通篆法，刻印能得汉法，常得
簠斋指点引导，是簠斋比较称意的拓
友。簠斋在光绪二年（1876）四月四日为

《西泉印存》题记曰：“西泉作印与年俱
进，昔师汉印，今则秦斯金石刻，三代器
文之法，有得于心。徒以古印求之，非知
西泉者矣。”簠斋用印多出其手，并评价
其可与赵之谦比肩，“西泉似不让撝叔
也”。簠斋还引荐西泉为潘祖荫、王懿荣
等同好刻印，潘祖荫在光绪十二年
（1886）二月下旬题《西泉印存》云：“簠
斋丈曾属西泉为余刻印，今年始遇于都
门，复为刻数枚。西泉之印近今无第二
人。质之，知者以为何如？”

簠斋曾延聘过的其他拓工主要有：
张子达、吕守业（刘守业）、陈佩纲、姚公
符、何昆玉（伯瑜）等。他们各有长处和
不足，对于张子达，簠斋认为，其身体和
品性皆有缺陷，但“拓白文能精”“拓墨
则他人皆不及”。簠斋致潘祖荫札云：

“张子达（衍聪）之拓法，胜东省他人。但
聋甚，又多疑，又能使气，又私拓，又不
惜护（却未损），非有人监拓不可。薄如
币布朽破不可触者，恐非所宜。又不能
拓阳文，而尚能作图，图须指示乃大
方。”张氏曾墨拓北魏画像石《曹望憘造
像记》，簠斋认为“工而未雅”。

吕守业（曾姓刘，后改归本宗，仍名
守业）是簠斋培养出来的能精拓石瓦的
拓工，“数年来令此刘姓习拓石瓦，二者
竟能精，惟尚未能拓吉金，亦未多习之
故。年少稳细，能领略指授，今日不可多
得。”簠斋在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
至光绪元年（1875）五月致鲍康、吴云、
王懿荣的信札中数次提及，认为吕氏能
受教，能究心，从容谨细，行不劣，是位
好拓手，只是做工慢，“不受迫促，一纸
须他人数纸工夫，勿轻视之”。簠斋曾遣
其参与琅琊秦刻之拓事，吕氏还曾拓北
周武成宇文仲造玉像等。

陈佩纲（字子振），簠斋族弟，从簠
斋学习摹刻古印，虽日有长进，但远逊
于王石经，“子振止能刻，若令自篆钟鼎
则不能成章，至钩字或增或减其过不及
者，则不能解，亦极代费心目。西泉能知
之且知其意，故是良友。”簠斋曾嘱子振
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刻印。

姚公符（？—1879），簠斋晚年传拓
助手，曾拓古陶、矢朐盘等。光绪四年
（1878）十月九日簠斋致吴大澂札云：
“古匋今得邑人姚公符学桓作图，尚精
细。今寄图屏六十二幅，又矢朐盘大纸
者一幅（有考未及书），纸背少有次序。
公符寒士以笔墨为生，乞酌助之。”

何昆玉，广东高要人，曾在同治十
一二年间携潘氏看篆楼古印、叶氏平安
馆节署烬余古印到簠斋处，簠斋出其旧
藏，并增益岳父李璋煜、吴式芬、鲍康等
藏印编纂《十钟山房印举》，何氏助拓一
年多，约成《十钟山房印举》廿部，每部
八十本八函。

簠斋鉴藏金石的最终目的，是要揭
示古人之义理，传承接续先贤之文脉。
尤其是在他饱受动荡乱世之后，深感古
器存世无常，其传拓之志更加坚定和迫
切，不惜倾尽心力，延聘和培养拓工，将
积藏半生的金石以传拓方式来记录和
保存古器之真形、古文字之真面，甚至
不惜以售拓的方式来筹资助拓，从而更
广泛地传播和光大金石文化。

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纹饰不仅承载着
工艺技术和审美价值的传承，更映射出不同历史时
期的政治观念、社会文化和审美取向。从清末至新中
国初期，官窑瓷器纹饰经历了从神仙（权力象征）到
劳动人民的符号嬗变。这一符号嬗变蕴含着权力与
身份的重构，既是政治变革的产物，也是文化观念和
技术进步的体现。

湖北省博物馆藏粉彩描金群仙图千件瓶概述

“民国早期‘怀仁堂制’款粉彩描金群仙图千件
瓶研究”属湖北省博物馆馆级课题。此千件瓶（图1）
为国家二级文物，高137厘米，喇叭口，束颈，溜肩，鼓
腹渐下敛，圈足，砂底。图案采用描金与粉彩工艺，有
胭脂红、蓝、绿、墨、黄、矾红等色调。纹饰可分为口
沿、颈部、腹部、胫部四层，其中颈部和腹部为主体纹
饰，瓶周身满绘三星、八仙、和合二仙、牛郎织女、刘
海、麻姑、钟馗、魁星、月老等主要人物二十位，另绘
孩童（福星怀抱）、进爵男童、俩持障扇仕女等辅助人
物四位，共计二十四人。千件瓶身纹饰色调丰富，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之间绘有仙山、松柏、如意祥
云等图案，布局有条不紊，细腻的画工和高超的造瓷
工艺传达出平安吉祥之寓意。

“怀仁堂”款瓷器的历史沿革

“怀仁堂”为中南海内始建于清朝的重要历史建
筑，其名称的演变贯穿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
期，从皇家寝宫到现代政治殿堂，承载了从传统儒家
仁政思想到社会主义人民观的转变，是近现代中国
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

清末民初瓷器纹饰的重构与社会心理
在民国初年，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在瓷器纹饰

上得到了鲜明体现。以粉彩描金群仙图千件瓷瓶为
例，其纹饰的组合和重构，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心理和文化取向。在“群仙图”中，钟馗执元宝与魁星
踏斗的纹饰组合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映
射出民国初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民间对“文运”与“财
神”的双重崇拜。钟馗作为传统的驱邪之神，执元宝
象征着财富和吉祥；魁星作为文运之神点斗，寓意着
科举成功和仕途顺利。两者结合，既体现了民间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心理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御用符号到商业资本的转化，

“怀仁堂制”款瓷器不仅体现了瓷器价值的变迁，也
映射出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

新中国“中南海怀仁堂”款瓷器的制作工艺与画
面特征

新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研制的“中南海怀
仁堂”款瓷器（图2），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融入了现代科技手段，如机械成型、高温烧制
等，使得瓷器更加规整、耐用。同时，注重釉料的研究
与创新，使得釉色更加丰富、鲜艳。画面特征以朴实、
健壮的工农兵为题材，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和社
会主义价值观，展现了新中国对社会现实、人民生活
的关注。

从“群仙”到“劳动人民”的符号嬗变

当我们对比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粉彩描金群仙
图千件瓶与新中国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受命研制的

“中南海怀仁堂”瓷器的纹饰体系时，可以清晰地看
到一种从神话叙事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神话叙事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人民渴望安定与祈福，纹饰

特点以神仙题材为主，寓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
封建社会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个体叙事的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倡导现实主义，关注人民生活，
纹饰特点以劳动人民题材为主，如工农兵大团结、丰
收场景、工业建设等，体现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和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弘扬。

神仙题材的淡化与劳动人民题材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神仙图案逐渐从主流变为传统

文化的象征和点缀，神仙题材的淡化反映社会制度
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转变。瓷器图案转向表现现实
生活，工人、农民、士兵等普通劳动人民成为主要表
现对象，劳动人民题材的兴起体现社会身份的平等
化和社会民主化的发展。

“怀仁堂”款瓷器的图案变化
清末民初“怀仁堂制”款瓷瓶纹饰以神仙题材为

主，延续封建社会的传统；新中国“中南海怀仁堂”款
瓷器图案更加注重表现现实生活和社会进步，展现
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

社会权力结构与身份等级的重构
纹饰从封建贵族向劳动人民的转变，重新构建

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身份，瓷器图案的变
化反映这一权力结构的重构。普通劳动人民成为国
家主人，他们的形象和事迹成为瓷器图案的主要表
现对象，体现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中国社会的持
续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怀仁堂制”款粉彩描金群仙图千件瓶与
“中南海怀仁堂”款瓷器纹饰体系的对比分析，可以
清晰地看到从神话叙事向现实主义的转型。这一转
型不仅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转变，
更体现了社会权力结构和身份等级的重构。从对神
仙世界的向往到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从个体叙事的
丰富到集体主义的强调，这一符号的嬗变深刻地反
映了新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和社会进步。

堂名款三重建构模型

本文突破传统鉴赏范式，提出“权力符号层、技
术实践层、社会接受层”堂名款三重建构模型，有助
于深入理解瓷器纹饰嬗变的多维度因素，以湖北省
博物馆藏粉彩描金群仙图千件瓶为例，这一模型的
应用尤为显著。

首先，在权力符号层，清末至民国时期，瓷器纹
饰多以帝王、神仙为主题，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权力象
征。新中国成立后，瓷器纹饰逐渐转向表现劳动人民
形象，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人民地位的提
升。权力符号层的变迁是理解瓷器纹饰嬗变的关键
维度，从传统皇权象征到新政权意识形态表达，再到
现代化重构，这一变迁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
内涵。通过对怀仁堂款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
深入地把握权力符号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为理
解中国视觉政治演变提供新的视角。这一研究不仅
具有学术价值，也对当代国家形象建构和文化符号
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其次，在技术实践层，粉彩描金群仙图千件瓶的
制作工艺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粉
彩描金等技术的运用，不仅提升了瓷器的艺术价值，
也为纹饰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种技术进步使
得瓷器纹饰能够更加细腻地表达主题，同时也为纹
饰的嬗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从传统的粉彩工艺到现
代的技术手段，瓷器制作技术不断进步，不仅提升了

瓷器的品质，也为纹饰的创新提
供了更多可能性。

最后，在社会接受层，劳动人
民成为艺术表现的主题，标志着
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和尊重；
纹饰中的吉祥寓意得以保留，延
续了传统文化。随着新政权对劳
动人民的关注，社会对劳动人民
形象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这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直接
影响了瓷器纹饰的设计和创作，
使得劳动人民形象逐渐成为瓷器
纹饰的重要主题。

综上，堂名款三重建构模型的应用，不仅有助于
深入理解瓷器纹饰嬗变的多维度因素，也为研究瓷器
纹饰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怀仁堂款瓷
器纹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瓷器纹饰的嬗变是权
力、技术和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论

“怀仁堂”款瓷器纹饰从“群仙”到“劳动人民”的
嬗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它不仅记录了制瓷
技术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成了反映社
会政治更迭、权力结构重塑、文化观念演变以及身份
认同转变的重要历史见证。对这一变迁的研究，有助
于深入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程及其文化表
征，也为近代官窑体系转型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和
深入的理论探讨。

虢国，据文献记载有东虢国、西虢国、南虢国、北
虢国和小虢国之区分，成语“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
故事家喻户晓。1990年、1991年，三门峡虢国墓地遗址
考古发掘连续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三门
峡虢国上阳城李家窑遗址发掘项目入选“河南考古百
年百大考古项目”；义马上石河春秋墓遗址发掘项目
入选2018年“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市虢国博
物馆，作为一座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自2000年10月对
外开放以来，依托馆内珍藏的文物包括铜方彝、阳燧
以及众多精美的玉器等，在业界享有较高声誉，并逐
步培育成虢国青铜器和玉器的科普教育基地，成为虢
国遗产文化风景旅游区。

为全面展示三门峡虢国自 20世纪 50年代到现
在近七十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串联起三门峡虢国由
鼎盛到消亡的历史轨迹，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
心联合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
三门峡市博物馆、义马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历经半
年筹划，以三门峡虢国墓地遗址、虢国上阳城李家窑
遗址、义马上石河春秋墓遗址的考古发现作为核心
线索，同时与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现有展陈互补，重磅
推出“古虢重光——三门峡虢国考古成就特展”。展
览集合历次发掘的重要文物300余件，首次将三门峡
虢国三次重大考古发现集中展示，回顾近七十年来
三门峡虢国考古取得的斐然成绩，探寻虢国东迁三
门峡后的发展脉络，开创了三门峡本地联合举办临
展的单位数量之最、区域跨度之最和历史轴线之最。

“古虢重光——三门峡虢国考古成就特展”旨在填
补三门峡虢国考古空白、解读学术研究疑惑、厘清三门
峡虢国发展的时间脉络、阐释考古新发现的价值；旨在
推进三门峡虢国文化的社会化大众化传播，弘扬虢人
创造的灿烂文化，从而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虢国历
史，领略虢国风采，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虢国，是周武王分封的重要的姬姓诸侯国，一直
是周王室的左膀右臂、股肱心腹，为周王朝立下了汗
马功劳。由于史载有限，释读抵牾，有关虢国的分封、
演变、发展等问题迷雾重重，给后世造成诸多困扰。据
文献记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个虢国，西虢、东虢是
周武王灭商后分给灭商有功的两位叔叔虢仲、虢叔的
封国；南虢、北虢是西虢东迁后，因地跨黄河两岸而依
方位称呼的两个虢国，实际上是一个“虢国”；小虢则
是西虢东迁后留在原地的虢人之国。学界对上述观点
基本认同，但对于谁在东虢、谁在西虢，西虢什么时间
东迁，南虢、北虢究竟是不是一个虢国等问题，众说纷
纭，争论不断。

三门峡虢国上阳城遗址，位于三门峡市区青龙
涧河岸边李家窑一带，一般认为是虢国都城，对研究
西周封国都邑、古代都城发展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是两周考古的重要突破。

三门峡虢国墓地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虢国墓

地所处位置，为两周之际的考古及研究工作提供了一
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建立了重要的断代标尺。对研究
虢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丧
葬等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

虢国墓地出土文物中最令人惊叹的“玉茎铜柄
铁剑”，学界在惊叹当时人们如何将玉、铜、铁三种材
质融为一体的高超技艺的同时，也为铁器在当时的
出现而惊呼。“玉茎铜柄铁剑”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
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它的出现将我国人工冶铁的历
史向前推进了近两个世纪。出土的一件麻质合裆短
裤，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麻织成衣。

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的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及纹饰
等与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相似，结合出土铜鼎铭文“虢
季氏子虎父作鼎”和史料记载推测，它可能是虢国灭亡
后，东逃的虢国贵族及家眷和护卫随从的邦族墓地。这为
研究虢国灭亡后其遗民的去向提供了依据，也为解决两
周时期各诸侯国遗民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除了西周虢国，考古工作者还在三门峡发现了另
一个西周封国焦国的踪迹。在三门峡市经济开发区陕
州故城东北方向发现了城墙、城壕等遗迹，主要是东
城墙的基槽、内城壕、外城壕等。经考古发掘得知，这
座城平面为正方形，墙基边长400多米，城壕与城墙呈
双环状均匀分布。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
的联合调查组考察后，认为此城墙和城壕属于西周时
期，很可能与焦国有关。

另外还在三门峡市经济开发区发现了墓葬 12
座，均为方坑竖穴墓，出土文物 40余件。墓葬形制与
虢国墓地的小型墓、李家窑遗址的西周墓极为相似；
但出土器物组合和器型都明显早于前两处墓葬，与
西安张家坡、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西周早中期墓
葬相仿。据此判断，这批墓葬很可能也是西周早期姜
姓焦国的遗存。

据史书记载，周初所封焦国为神农氏之后，应为
姜姓焦国。之后又有姬姓焦国在三门峡出现。这些遗

存究竟属于哪个焦国？两个焦国之间有
着怎样的关系？焦国和虢国的关系如何？
诸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虢国文化研究源远流长，成果斐然，
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
基于文献典故和传世品的著录、考释性研
究。依赖于零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有名铜
器，对先秦典籍、金石铭文进行阐释考证。
汉晋至民国时期，学界对虢国的探究多围
绕封国渊源、地理方位、姓氏流变、爵位等
级等进行考辨。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学者
们对虢国有铭铜器的研究与考释，为后世
深入探索虢国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学
术基础。自虢季子白盘开始的系统专题研
究，尤其1950年虢季子白盘公开面世后的
多篇研究文章，形成了虢史与虢文化研究
的一个小高潮。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1990年。
以 1956—1957年上村岭三门峡虢国墓地
第一次考古发掘为标志，开启了现代田野
考古中的虢史和虢文化研究。这一时期的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门峡虢国墓地文
化分期、墓地年代和性质，以及两周历史
的整体研究中涉及三门峡虢国墓地及历
史地理的考证，初步建立了三门峡虢国墓
地墓葬分期年代，辨识出三门峡虢国考古
学文化的面貌特征。

第三阶段，以1990年开始的上村岭三门
峡虢国墓地第二次发掘为标志，进入了考古
资料的再积累与深入的虢史与虢文化研究新
阶段。三门峡虢国墓地和虢都上阳城的重要
发现，宝鸡、郑州等地虢国考古的新进展，使
得“虢国”的考古资料更加完整。有关虢史与
虢文化研究的论著和文章与日俱增，虢史与
虢文化研究从早期的单纯具体走向系统和综
合，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中国文物报》开辟

“专家笔谈虢国墓地重大发现”专栏，李学勤、
俞伟超、安志敏、杜迺松、马承源、邹衡、李长
寿等专家先后撰文，肯定三门峡虢国考古发
现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形成虢史与虢文化研
究的又一个高潮。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诠释着三
门峡虢国文化。如今，三门峡虢国文化的
影响早已跨越时空，融入现代生活。它们
不再只是沉睡于地下的古老文化遗迹，而
是化作精神养分，滋养着现代社会。通过
这场展览，希望能更好传播三门峡虢国考古成果，让
观众更详细了解虢国文化，携手传承这份珍贵遗产，
让虢国文明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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